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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貧窮影響了整個東南亞地區之社經結構與發展趨勢，而科技的取得與散播則攸關各國

消除貧窮的成效。本文從技術外溢的效果來探討科技對貧窮的影響，適當技術的取得

有助於各國地方學習成效的提昇，從而導致所得的重分配與經濟的成長。基於東南亞

各國在產業技術上的重視與發展，不論是透過區域生產網絡關係，或是國際技術合作

方案，都冀望以工業技術的學習，帶動全面的發展以避免落入貧窮陷阱。不過，由於

各國在制度上的缺陷，諸如財產權的不足、貪污腐敗的官僚、產業與勞工體制的扭曲，

常使得技術的引進與學習，導致事倍而功半。東南亞各國雖有著快速的經濟成長，但

貧窮的消除是否能隨科技的進展而達成預期目標，還是未竟之天。 

關鍵詞：貧窮陷阱、經濟發展、技術外溢、政府干預、邊做邊學、產業政策 

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東南亞各國的貧窮率均有顯著降低的跡象，尤其是那些新

興工業國家(NICs)。譬如以國民所得來衡量的貧窮人口，菲律賓從 1985 年的佔

全國 41%降至 1999年的 26%左右(World Bank, 2001: vii)，泰國則從 1988年的高

於 32%降至 1999年的 16% (World Bank, 2003: Table 1)，印尼從 1987年的 17.4%

降為 1996年的 11.3%，並回升至 1999年的 19%左右(Lanjouw, 2001: 4)。1不過，

像是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來說，他們的所得分配都相當不

平均，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s)均超過了50%，高出印尼、韓國與中國甚多(World 

Bank, 2001: vii)。而且，其貧窮人口的分布也極不平均，譬如泰國北部的貧窮人

 

1 這些都是依據各別國家的官訂標準所衡量，彼此不見得相一致，當然也與世界銀行的界定標準

有所不同。譬如泰國官方的貧窮線(poverty line)在 1999年是每人每個月 886泰銖，大約是每人每

天 0.75美元(World Bank, 2003: iii, n. 1)。而世界銀行基本上是以每人每天 1美元為極度貧窮的貧

窮線（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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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比率即超過50%，而曼谷地區的貧窮率卻幾近於零(World Bank, 2003: iii, Figure 

2)。 

1997 年的金融危機更暴露出了各國在對抗貧窮問題上的缺憾。除了像是印尼因

全國產值的大幅降低，使得貧窮率回升至 1980 年的水準，其他各國也因失業或

低度就業的問題，以消費水準來看，許多人更是遭逢生活水準的大幅降低。若以

世界銀行的永續生計架構(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的幾個衡量指標來

看，包括人力、實質、天然、金融與社會資本，東南亞許多貧窮人口所能取得的

資源，都極貧乏（譬如見World Bank, 2002）。像是印尼、泰國與馬來西亞這些曾

被世界銀行譽為高度表現的亞洲經濟體(high-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 HPAEs) 

(World Bank, 1993)，在金融動盪後勢必要重新檢討金融自由化與實質部門管制鬆

綁的妥適性，也使得其紓解貧窮問題的公共政策再次面臨挑戰。 

貧窮的起因與最適的解決方案等相關問題無論在國際或各國國內，都遭逢激烈的

爭論。我們並不想捲入這些爭論，而是希望從技術在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出

發，針對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菲、泰、馬等第二代的亞洲小虎，探討他們是

否選對了「硬體」，而有助於其脫離貧窮陷阱。技術之於一國的發展，就如水之

能載舟亦能覆舟，它是解決發展問題所必需，不過也可能威脅到人類自由選擇的

權利，使得窮人既不能自助，亦無法取得外界的足夠協助。 

在下面第一節，我們首先探討二十一世紀的發展目標與方式是否應該有所調整，

指出資本與共產主義兩極的抉擇已不存在，而是該如何找出發展問題的所在，嘗

試予以解決。接著在第二節討論近代各界對貧窮觀念的澄清，強調社會制度所賦

予人之發揮能力與智慧的機會與權利，對紓解貧窮困境的意涵。第三節則從早期

平衡的正反爭論出發，以技術在生產活動與產業聯結所蘊含的外部性，來幫助各

國政府訂定合適的部門發展政策，藉以擴大技術學習的效果，脫離貧窮的陷阱。

基於此，我們在第四節針對東南亞四國的政策經驗，做一評估；同時以馬來西亞

電子業技術移轉的個案為例，檢討東南亞各國在提升以人為中心的技術水準上，

所產生的缺失。最後為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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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新紀元 

許多人稱二十世紀的下半葉為發展的紀元(an era of development)，這可說起始於

1949年一月二十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的就職演說，他說： 

我們必須啟動一勇敢的新計畫，運用所有科技的創新與工業的進步，以促

進低度開發地區的進化與成長。 

以剝削他人為目標的舊帝國主義已不見容，我們所預見的是以民主公平為

基礎的發展計畫(Truman, 1949; cited in Esteva, 1992: 6)。 

稱其為「發展紀元」並不表示發展是一個新的觀念，事實上這個字眼被使用與被

爭議已超過兩百年，故而根據 Esteva，我們實際上是要把所謂發展重新界定為「脫

離低度發展」。就由於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生活在低度發展的階段(Esteva, 

1992: 7)，所以他們必須求助於其他的世界。也正因此，許多人即把追求發展視

為向美國霸權看齊，以至於必須追求美國與其西歐同盟之理想與計畫內容，以此

為其他各地之發展的基礎。 

對 Esteva 和W. Sach這些後發展學派(post-development school)的學者來說，發展

永遠是不公平的、行不通的，而且註定會失敗的。根據 Sachs，「發展的想法導致

知識前景的衰敗」，所以吾人亟需「拋棄這種心理上的結構」(Sachs, 1992: 1)。反

之，對許多人來說，發展的理念於過去半個世紀實攸關重要，而直至今天還是不

失其關鍵性。我們目睹了像是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與台灣）成功的

工業化，乃至於提升成為與西方各國同樣所得層級的地步；還有像是中國這個全

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過去二十年間每年以接近 10%的速度成長，至今其製造業

部門已達全國總產值的 40%。當然，就社會發展來說，人類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以

及識字率的大幅上升，乃至於許多社會主義導向國家之人民福祉的提升，在在都

印證了發展理念的重要性。 

那麼，新世紀的來臨又代表甚麼意涵呢？我們有需要做甚麼心態上的改變呢？就

前一世紀後五十年來說，冷戰無疑扮演了主導的角色。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極力

拉攏並影響那些剛擺脫殖民勢力而新獨立的南方國家，此時發展的理念主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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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稱其為第三世界，一方面表示他們是貧窮的，或是低

度開發的，另一方面表示他們既不依循資本主義（第一世界）的模式，也無意於

模仿共產主義（第二世界）的型態。他們冀圖找出一個新的民主參與模式，非資

本主義，亦非共產主義。他們強調與其他國家的和平共存，反抗殖民主義，並力

爭經濟的獨立。他們亦嘗試建立一新的定位，以抵擋西方工業文化的侵入（譬如

見 Fanon, 1965）。 

不過，隨著時光的移轉，不論是經濟上的差異或是政治上的兩極對立都逐漸淡

化。若干新興工業化國家 (NICs)與其它貧窮農業國家間經濟差距逐漸加大，而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展開了另一種兩極化的選擇。在進入 1980年代之後，他們

有些緊緊追隨資本主義的路線，有些則倒向共產主義的某種變形；也就是說，他

們不再追尋「第三條路線」(Worsley, 1979: 108)。而當 1980年代結束時，冷戰也

結束了。隨著蘇維埃國家社會主義的瓦解，美國成為全球的獨一霸權，即使像中

國、古巴以及其他若干仍維持某種形式之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也都必須進行市

場導向的變革，或是受制於全球的市場以及美國的政治優勢。也就是說，我們已

很難找到另一種異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了(Kilmister, 2000)。福山在其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ukuyama, 1992)裡宣稱，自由民主與工業資本主義的

結合，是現代人類社會唯一的可行之路。 

然而，真地沒有其他選擇了嗎？如同 Galbraith (1992)對福山的回應所言，單純的

資本主義架構是不足以解決貧窮問題的。在一自由市場體系裡，能夠動員的公共

資源是很難達成增進健康、提供充分就業或保護自然環境等社會目標的。因之，

許多國家也確實希望尋找適當的措施，一方面達成發展的目標，另一方面則不至

於引起發展所帶來的問題，而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二十一世紀自由資本主義獨

霸的紀元，如果還要談國家發展，就必須兼顧所有的層面，所有的地區；否則，

某個層面、某個地區的沉淪，很快即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而擴及其他層面與地

區，以致前功盡棄。在這新的世紀，假如我們願意接受自由資本主義為首要的指

導方針，那就無需再找尋其他全盤性的社會變革，真正重要的是，應該找出發展

過程的問題所在，並嘗試去減輕乃至消除該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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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消除 

在各種必須處置的發展問題之中，貧窮應該是最為根本的問題了。世界銀行在

1990年的《世界發展報告》裡揭諸消除貧窮為經濟發展最基本的目標(World Bank, 

1990: 24)，自此即將其奉為持之不變的圭臬。 

基本上，世界銀行以衡量個人所得並設定一貧窮線(poverty line)來處理貧窮的問

題，亦即，當一個人的所得水準低於某特定數值，就被界定為極度貧窮(extreme 

poverty)。全球均以單一的貧窮線做為消除貧窮的目標依據，也就是說，不論你

身處何地，只要你每天的所得低於一塊錢美元2，即被視為極度貧窮。然後，一

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即以低於該貧窮線之人口比例來衡量。基於此，世界銀行亦以

各個國家的每人國民生產毛額(GNP)來衡量其發展程度的差異。GNP以市場價值

來衡量，故可視為一國的國民所得，而每人 GNP 即可表示一國人民的平均生活

水準。 

每人 GNP 的上升表示一國的繁榮或經濟福祉的上升，亦即貧窮的消減。不過，

這種衡量的方式有其限制。由於每人 GNP 是以市場價值所計算的平均所得，所

以就某些層面來說，它並無法正確顯示一國的貧窮情形。它是一平均值，無法告

訴我們所得分配的狀況；而且，一般來說，GNP這個指標會低估生存(subsistence)

與集體(collective)消費財的價值，另一方面，它又會降任何商業化、個人化或組

織化的財貨價值予以高估。 

值得注意的是，就不同的社會來說，誰才是真正貧窮的觀念是各不相同的，而且

除了經濟因素，也受到特定的社會價值所左右。就歷史的沿革，以至於就不同的

文化來說，貧窮並不經常是富有的反面。其他的考量諸如社會地位的陡降、勞工

工具的遭到剝奪、職業階層或標誌的失落、缺乏護祐，乃至於為生活社群所屏除、

遺棄、疾病或公眾的羞辱等等，都可能被視為貧窮(Rahnema, 1992: 158)。整體性

的貧窮是較為近代的概念，同理，以每人 GNP 來表示一國之貧窮程度也是最近

 

2 以 1985年購買力平價(PPP)之美元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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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在工業時代之前，貧窮一般只用來形容某些個人，而且也並不特別指涉

個人的不足。直到全球性消費社會的出現，許多國家乃至整個洲才因其所得低於

某一水準，而被迫承認說他們是貧窮的，是需要他人幫忙的(Rahnema, 1992: 162)。 

由上所言，我們可以了解，相對於不同的社會準繩，貧窮的觀念是有所不同的，

這就是相對貧窮的概念。因此之故，如果在一社會裡，某人、某家庭或某團體的

可用資源並不足以讓其達成該社會通常的生活狀況，即被稱為是貧窮的（譬如見

Townsend, 1979: 31; cited in Thomas, 2000: 12-13）。Amartya Sen將此觀念予以引

伸，而指出相對貧窮是因資源的不足而無法完全參與人類社會，這並非只是要達

成物質的生活水準，而且還含括選擇(choice)或能力(capability)的缺乏（譬如見

Sen, 1983; 1985）。所以，貧窮的觀念應該觸及社會參與以及選擇的權力。 

如前所述，要達成發展的目標，或者要克服貧窮的問題，並不能只專注於財富的

創造(GNP)，還應顧及財富的重分配。經濟學鼻主亞當斯密(Adam Smith)早就在

論及殖民主義的社會意涵時，已有清楚的解析。他指出，殖民主義若考量國內利

於某特定團體的資源重分配，那麼對殖民國來說是財富的損失，而非獲得。究其

實，這種財富的重分配為導致殖民行動的主要誘因，而並非整體財富的累積，因

此以強權取得殖民的利益，實際上是使得母國增加了經濟的負擔(Brunner, 1998: 

43)。為了解決貧窮的困境，我們必須能超越天然資源與權力的強行運用，而顧

及人力能量與智慧的有效運用。只有在社會政治制度的妥善安排之下，才能真正

解決財富的創造以及持續的問題，也才能真正紓解貧窮的困境。 

技術與貧窮陷阱 

我們在上一節澄清了貧窮與人類能力以及選擇機會的關聯性，只有妥善進行個人

能力的投資，才有希望取得預期的報酬，也才不致落入貧窮陷阱(poverty trap)。

這又觸及了歷史上關於平衡成長(balanced growth)的爭論。從 Rosenstein-Rodan 

(1943)開創性的論點，指出一國不能只專注於某些特定部門的發展，而應顧及所

有部門全面的發展，才不會因所得集中於單一生產者，而使得其他部門因發展的

不足，而落入貧窮陷阱，致使整體經濟無法持續成長。Nurkse (1953)和 Scitovsky 

(1954)則提出需求互補性（金錢的需求外部性）之角色與存在的重要，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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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stein-Rodan 平衡發展的論點。另一方面，Hirschman 則持反對的論點，他

指出一個經濟體成長的動力，主要來自該經濟既存的不平衡性：由於不同部門之

間的相互關聯，故只要專注投資於少數部門的發展，即可藉由相互拉拔以提升整

體經濟的成長。 

這兩種理論由於著眼點的不同—一個著重金錢的外部性，一個則在乎部門之間的

聯結性，其政策的意涵亦不同。主張平衡成長者支持全面的中央計劃，而主張部

門發展者則較專注於特定部門的規劃，忽略整體發展目標的一致性，而以那些與

其他部門聯結性高者為發展重點。不論如何，這些早期的爭議一方面給予當時盛

行的計劃經濟若干運作籌碼，差別只在於孰重孰輕的爭執；另一方面，他們時常

不願清楚了解對方的論點，所以充其量只是一些相互誤解的爭辯而已。不過，隨

著計劃經濟風潮的式微，這些爭議也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而實際上，許多人在

事後亦舉出論證，指出平衡成長與不平衡成長之間也並不是不能相互妥協的（譬

如見 Basu, 1984）。 

科技在這裡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而這也是許多開發中國家（包括東南亞各國）

所倚賴以試圖脫離低度發展之困境者。許多人都不會否認技術在經濟成長裡的重

要性，若沒有技術水準的提昇，那麼即使累積再多的資本，投入再多的人力，都

將因邊際報酬的遞減，而逐漸喪失持續成長的動力。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因素（人

力或資本）的生產力得以持續提昇，在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即可使得一經濟體

擺脫惡性循環的泥沼，走向持續成長之道。讓我們簡單解釋如下。 

假定一發展中經濟體可能面臨多重均衡的狀況：一個是沒有工業化，一個是充分

的工業化。在沒有工業化的情況下，即使累積了財富，也無法透過合理的分配機

制，將這些財富置於最適當的人手裡，以獲得進一步擴張與成長的機會；如此，

資源得不到合適的配置，許多人無法獲得生活所需，而落入了貧窮陷阱。另一方

面，如果透過技術的進步，一個經濟體得以充分工業化，不論是發生在少數或眾

多部門，都將因技術的外溢效果，擴展至其他部門；如此，將使資源的配置與使

用達到適當的地步。為何有這種多重均衡的現象？主要是因不完全競爭的市場，

而這正是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特質。市場不完全可能是因資訊、交易成本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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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也可能是相當大的固定∕沉入成本(sunk costs)，當然也可能是因政府的過度

介入。 

一個可能的情形是，政府為了促進某策略產業的發展，採取了若干措施，包括各

種企業發展獎勵優惠政策、吸引外人投資政策、拓展相關基礎建設，這在在都使

得大量資本投入某些特定產業。這些大量投入的固定成本，具有催化外溢

(spill-over)的功能；也就是藉著對某策略產業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經由與其他

部門的聯結關係，產生了外溢效果，如此將可減輕其他部門所需投入的固定成

本。3這種因某部門所引發的大量固定本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外部效果，即可能

導致上述多重均衡的現象。這種因技術外溢所造成的外部性，Meade (1952)很早

即指出：「...某一產業使用某一生產因素造成另一部門之生產者的間接利益，或

不利(p. 65)。」所以這是一個相當合乎現實狀況的假設。 

由於政府獎勵策略產業措施或其他相關的情形，導致某一部門的較速發展，如此

即可成為其他部門學習效尤的對象，這當然有助於減輕其起始成本，所以這又與

邊做邊學(learning-by-doing)的的論點相一致。此外，從區域發展的觀點來看，某

一特定地區產業的聚落，將使得聚落中的任一廠商獲得相當的外部效益，這可能

是因為：勞工市場的聚集、創新的產生與散播、部門專屬因素(sector-specific 

factors)的較易取得等等。至於在一都市經濟裡，也許並無部門專屬因素之利，不

過因特定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諸如商業服務的高品質與多樣性、勞動力的多面

向、較高的教育水準以及較佳的基礎建設等等，亦將對廠商帶來外部性的利益

(Hoover, 1937)。諸如能源、運輸、電信等基礎建設固然明顯帶來外部性，其他

如產業發展所需之基本勞工訓練的設立成本，另外又如互補性產品的廣告與行銷

等等活動，也都可能為許多廠商帶來外部利益。 

由上面的討論可知，許多國家在產業發展上的各種措施，乃是希望藉由產業技術

的提昇，促進產業結構的重整，而造成上述的技術外部效果。不論是平衡成長，

或偏重特定部門的發展，政府在資源配置與投資偏向上都極力扮演居中協調的功

 

3 我們這裡借用 Paternostro (1997)的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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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期能藉由技術的外溢，以促成各部門的快速成長，免於落入貧窮陷阱。 

東南亞國家的檢討 

E.F. Schumacher 在其 Small Is Beautiful (1973)中提倡「有人性面孔的技術」(a 

technology with a human face)，他指出若要賦予窮人以自助的能力，那麼就必須

「給予他們能體認經濟的界線以及貧窮的侷限之技術—一種中級的技術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Schumacher, 1973: 158) 。」若根據上一節的說法，一

個開發中國家需要取得可以發揮正的外部效果的適當技術，讓各地方階層的個人

與團體都能掌控，而非掌控在那些政府或企業的技術官僚手中。 

那麼，在東南亞各國產業發展的過程裡，是否有取得適當的技術，並藉由部門之

間的聯結效果，將技術擴散到各地方階層，以避免若干部門落入貧窮陷阱呢？我

們並不打算做全面的檢證，無論是人力或現有的資料，可能都不容許讓我們這麼

做。以下我們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四國的經驗，做一初步的評斷。 

首先我們可以注意到，泰國與馬來西亞由於攸關長期持續成長的許多基本面日趨

薄弱，使得這兩國在 1990年代中期後經濟成長逐漸趨緩。基於許多生產方法逐

漸趨向知識密集與技術密集，加上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低工資的生產大本營之興

起，對東南亞四國的出口導向之工業化，帶來極大的威脅。同時，與四小龍相比，

他們並未能建立或強化足以產生快速技術變遷與持續提昇的經濟體制。除了像是

泰國的珠寶、馬來西亞的棕櫚油加工、印尼的合板等以資源為本的的產業外，該

四國尚待努力超越初步代工(OEM)的階段，取得足夠的人力與技能，以帶動技術

的變遷。而其中也只有馬來西亞採取行動以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面臨漸增的生產成本與激烈的外部競爭，促使泰、馬兩國積極檢討其出口策略。

他們加工出口產業主要為外資所掌控，而這些外資的擴張還是集中在低加值的生

產部門。馬來西亞的西部工業走廊面臨嚴重的產能限制，像是微電子之組裝與測

試等需要高技術的生產，早就對馬國高技術人力需求的短缺，發出嚴重的警訊。

技術勞工工資的快速上升，加上鄰近國家廉價勞工的輸入，使得低技術勞工的工

資相形更低，這也降低了廠商提昇其技術層次的動機，同時也導致兩國之雙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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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市場的出現—高技術∕高工資與低技術∕低工資。印尼與菲律賓亦不例外，由

於逐漸趨向技術密集的生產，後兩國也出現了雙重的勞工市場，他們的低技術勞

工往往被迫接受臨時工、非正式與契約工等工作(Rasiah, 2001: 100-101)。 

四國對外人直接投資的處理，也一直未能有效擴大其利益。外人投資最初是為了

提昇投資與就業。1980 年代後半外資大量進入馬來西亞，使得該國得以限制既

有工業區內勞力密集之非策略性產業的數量，而將他們移至較落後的地區。在

1990 年代，許多勞力密集廠商離開了檳城與巴生谷等工業區，移向工業化較低

的地區；有些台灣廠商甚至從檳城移往印尼(Rasiah, 1996)。 

就技術移轉來說，馬來西亞製造業部門技術移轉協定的數目，從 1975-77年的 144

件提升為 1993 年的 2,224 件(Rasiah, 1996: Table 7)。泰國的技術移轉授權金從

1972年佔GDP的0.08%到1980年的 0.14%，提升為 1989年的 0.30% (Kamaruding, 

1994: Table 5; cited in Rasiah, 2001: 101)。不過，就體制的建立以加速地方對技術

的吸取與發展來看，則十分薄弱。而且，東南亞四國也未能有效管理技術的移轉。

像是日本、南韓與台灣，其政府都設立了專責機構以事先審查技術協定，以協助

地方廠商與授權者達成較有利的協議，並於事後監控與加速技術的取得及發展，

以增進本地技術能力（譬如見 Johnson, 1982; Amsden, 1989; Wade, 1990）。而在印

尼、菲律賓與泰國則尚無這樣的機制，馬來西亞則從 1975年起開始監督技術移

轉協定，並於 1988年之後嘗試推動高技術的生產，尤其是在 1990年工業技術發

展行動計劃 (Action Plan for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PITD)開始施行

之後。不過，由於缺乏效率高的技術官僚，以及選擇性的計劃執行，這些監控程

序並無法將技術移轉協定與地方能力的建構結合在一起(Rasiah, 1996)。 

東南亞四國基本上對技術移轉都採開放的態度，馬來西亞則有鼓勵技術深化的政

策。它以租稅優惠吸引高科技廠商，以雙重租稅減免推動研發，積極的激勵措施，

專為高科技廠商所規劃的生產環境與基礎設施，在在都比其他東南亞國家要先進

許多。這些方面，印尼、菲律賓以及泰國就有需要加緊建立妥適的監控與激勵機

制，以確保移轉協定能有效達成技術吸取的目的(Rasiah, 2001: 102)。 

技術結構的轉變以達於更高的生產力水準，亦有賴人力資源的建立與累積。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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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低度發展國家之勞工市場的不完全，特別是在技能訓練與教育方面常需冗長的

孕育期間，加上市場不健全所隱含的資訊缺憾，在在都需要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

作，以建立提升技術水準的人力資源。近年來，日本、台灣與南韓都積極激勵提

升工程師與研發人員的比例，而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就缺乏這種對人力的激

勵，以快速轉移至高科技的製造業生產。這三國在技術相關的人力方面，其比例

都遠低於四小龍與其他已開發國家。譬如說，於 1986-90年間，印尼與泰國在一

千人中分別只有 12與一個科學或技術人員（見表一）。在同一期間，馬來西亞與

泰國在一千人中則分別只有四個與兩個研發科技人員，而其中也只有馬來西亞在

1990年代提出若干政策以解決這個問題(Rasiah, 2001, 102)。 

表一 若干國家之人力資本指標 

 每千人中的科

學與技術人員

數(1986-90) 

每千人中的研

發科技人員數

(1986-90) 

R&D支出佔

GDP比例

(1987-92) 

日本 110 60 2.8 

美國 55 n.a. 2.9 

瑞典 262 62 2.8 

德國 86 47 2.9 

法國 83 51 2.3 

加拿大 174 34 1.4 

英國 90  n.a. 2.3 

南韓 46 22 2.1 

土耳其 26 4 n.a. 

巴西 30 n.a. 0.6 

馬來西亞 n.a. 4 0.4 

泰國 1 2 0.2 

印尼 12 n.a. n.a. 

牙買加 6 0 n.a. 

肯亞 1 n.a. n.a. 

孟加拉 1 n.a. n.a. 

註：n.a.表未取得資料。 

資料來源：MASTIC (1994); UNDP (1995)。 

一個經濟要提升必需的技術能力，一方面必須要勇於進入國際市場，與他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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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另一方面則在政府激勵與補助之下，不能長期耗用這些租金利益(rent)。

也就是說，政府必須設立妥適的營運表現準則，如無法持續提升對外競爭力，長

期消耗寶貴的政府資源，就應儘早將其淘汰。譬如南韓就極為注重本地廠商之達

成出口目標(Amsden, 1989)，而這在東南亞四國裡並看不到。馬來西亞的鋼鐵廠

Perwaja Steel即在長期虧損的情況下，十多年來不斷調換經理人員；即使是它的

明星汽車公司 Proton，從 1989 年以來雖轉虧為盈，但這可以說是因受利於長期

保護之賜。印尼的鋼鐵與航機製造也是在政府長期的補助下，一直無法提升其競

爭力。許多與政府掛勾的利益團體常常能利用其政治影響力，避免面對外界的激

烈競爭(Rasiah, 2001, 103-4)。 

東南亞四國之本國製造業者，在外商投資所產生的加值鏈裡，也一直無法提升其

參與度；在外資遲遲不願提升對內採購比例之下，這些國家只能眼睜睜看著因進

口與利潤的匯出而使加值利益轉入外人手中。雖然各國都嘗試以內購比例的限

制，希望讓本地廠商取得較有利的競爭地位，但是許多廠商都無法把握這些機

會。我們可以看到，像是馬來西亞的進口佔其內需的比例從 1973 年的 40.7%提

升到 1992年的 61.1 (Rasiah, 1996: Table 3)，而在這段期間其對外貿易順差也一直

沒有極為突出的表現。到了 1990年代，除了印尼之外，這幾個東南亞國家的經

常帳也都遭逢負的餘額，其中泰國與菲律賓更是從 1988年以來即陷入相當嚴重

的經常帳赤字(Rasiah, 2001: Figure 4.3)。這些都顯示出這些國家並未能提升足夠

的技術水準，以增進國內廠商的對外競爭力。以下我們以馬來西亞電子產業為

例，做進一步的闡釋。4 

電子業是馬來西亞近一、二十年來極力發展的策略性產業，該國政府希望藉由各

種輔助與獎勵措施，帶動電子業的成長，從而以其與其他部門的緊密聯結關係，

發揮廣泛學習的效果，促進人民生活水準的全面提昇。在其各種政策中，最關鍵

而且可以說是唯一重要者，應該就是吸引電子業外資前來投資的措施了。外資進

入馬來西亞電子業起始於 1970年代，主要因為馬國當時開始推行出口導向工業

 

4 下面的討論主要取自蔡宗倫(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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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由於馬國早期在電子業基礎的薄弱，外資很快即佔有了該產業投資額的

絕大比例，到了二十世紀結束時都還佔有 80%以上的比重（見表二）。這顯示馬

來西亞之電子業的加工出口是一種特區(enclave)生產的形式，也就是外資的生產

絕大部分都是為了出口，與馬國本地產業或其他部門的關聯性極小，可推斷其所

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果即使有也非常有限。 

表二 馬來西亞電子業外資對市場的掌控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外人投資額（十億

馬幣） 
0.6 1.6 4.5 2.3 9.0 2.8 1.4 5.8 

全國總投資額（十

億馬幣） 
0.9 1.9 5.6 2.8 11.8 5.4 1.7 6.8 

佔總投資比重(%) 66.7 84.2 80.4 82.1 76.2 51.9 82.4 85.3 

資料來源：李毅(2003)，頁 91，表 3-5。 

電子業出口在 1990 年代佔了馬來西亞出口之大宗，佔著總出口值的三分之二上

下，到 1999年時更佔有將近 72%的比重（李毅，2003: 表 3-5）。另一方面，馬

來西亞電子業產值佔全國總產值比例從 1990 年代初期的不到四分之一提升到中

期的三分之一左右（見表三），成長了近 50%，遠高於電子業出口的成長速度(大

約 17%)。由此可看出電子業的外人投資帶動國內電子業生產的更快速成長，這

一方面可能是電子業生產提升了內購的比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國內所得上升帶

動對電子產品消費的提升。從前一種可能性來說，顯示國內電子業相關產業確實

因外資的進入而獲致技術提升的利益，也促使外資增加內購的比例。不過，從表

三亦可看到，國內電子業產值的提升主要集中於 1990年代前半，之後便開始趨

於遲緩，甚至落後於其他產業的成長。這顯示馬國電子業在 1990年代初期急速

擴張後隨即趨於和緩，可見即使因 1990年代初期電子業的擴張促使生產技術提

升，還是不足以支持 90年代後期電子業的持續擴大。從這點也可了解馬國政府

何以於 1996年施行的第二期工業總計劃(Industrial Master Plan II)和多媒體超級

走廊中，明確訂定促進產業關聯目標與外資技術移轉等規定的動機。 

表三 馬來西亞電子業產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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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電子業產值（十

億馬幣） 
18.3 24.3 33.7 n.a. 51.5 69.9 85.5 94.2 98.5 

製造業總產值

（十億馬幣） 
80.8 95.8 120.3 133.3 156.7 196.9 246.9 273.4 297.1 

電子業產值比重

(%) 
22.6 25.3 28.1 n.a. 32.8 35.5 34.6 34.6 33.1 

資料來源：UNIDO (1995), pp.398-99; UNIDO (2000), pp. 480-81; UNIDO (2001), pp. 464-65. 

從馬來西亞電子產業的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到，即使像馬來西亞這樣積極監

控技術對本地廠商之擴散的國家，還是難以透過技術的外溢，使國人取得學習與

吸取技術的利益。在創新與生產能力無法深化的情形下，一旦儲備勞力逐漸耗

竭，加上其他低廉勞力地區的出現，馬來西亞（及其他新興東南亞工業國家）便

陷入了困境。多年來馬來西亞與泰國已深深感受到嚴重的技術與其他勞工短缺之

苦，而印尼與菲律賓則面臨著逐漸擴大的低度就業與失業的問題。而隨著製造業

的日趨技術導向與知識密集，若無法克服人力訓練與教育上的困境，就業的創造

將會越形困難。 

結語 

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新紀元雖然目睹了冷戰結束，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獨占鰲頭，

但是也暴露了許多開發中國家發展過程的缺陷，勢須儘速尋找解決之道。其中更

以貧窮的消除被世界銀行列為基本目標，成為各國國內與國際間討論的焦點。加

之，傳統以所得水準來衡量的絕對貧窮，也需要納入相對貧窮的概念，來予以調

整。一個人若因資源不足而無法完全參與人類社會，包括選擇與能力的缺乏，即

使所在國家有著快速的成長，還是難逃相對貧窮的命運。 

技術的取得和擴散則攸關選擇和能力的提昇，故不論採取全面發展或特定部門發

展的策略，都有賴技術能力的普及與生根。一個經濟要從低度工業化進入全面工

業化的均衡，並不在於技術層次的高低，而是在於技術外溢所產生的學習效果。

如果一個國家在發展產業各項措施裡所投入的成本，能因此減輕其他各部門所需

耗費的成本，促進產業結構重整，使得技術提昇利益為眾人所普遍分享，也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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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落入貧窮的陷阱。 

從本文對東南亞四國成長基本面的檢討，我們發現他們並未能建立或強化產生快

速技術變遷與持續提昇的經濟體制。特別是在各國面臨技術人力短缺的窘境之

下，掌握許多策略產業的外資更是不願放棄低加值的生產方式，也使得各國出現

雙重勞工市場的現象，人力技術與工資的差異益形擴大。勞力密集產業的移往工

業落後地區，更是無補於這些地區的技術學習，更遑論地方技術的發展。雖然馬

來西亞是其中最願意推動並監督產業技術的移轉者，但是若無法提昇技術官僚的

效率，並維持政策的一致性，它也將與菲、印、泰等國一樣，難以確保技術的吸

取。 

高技術人力的培養是各國亟需投入的成本，東南亞四國在這方面的激勵卻相當缺

乏。加上由於許多產業長期耗用政府的補助資源，不必顧慮績效的表現，也避開

了外界的激烈競爭，實無益於競爭力的提昇。從馬來西亞電子業的例證，我們也

看不到政府所積極吸引的外人投資，對國內產生多大的技術溢出效果。由於技術

並未生根，一旦外資逐漸撤出之後，不只電子業產值相對降低，其他部門也難以

感受技術擴散之利。 

東南亞各國的絕對貧窮固然有顯著的降低，不過在所得分配的不均一直沒有改

善，而技術的學習效果又不彰的情況下，要消除國內許多地方的相對貧窮，從我

們初步的探討裡，實在看不到多少值得樂觀的跡象。貧窮的層面極廣，技術當然

不是唯一的關鍵，不過若缺乏了具人性面孔的技術，東南亞各國要顯現奇蹟式的

成長與發展，恐怕是極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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